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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情境下公共服务动机的理论构建与绩效转换机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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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准确把握基层公职人员的公共服务动机是提升工作绩效、完善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前

提。现有公共服务动机研究忽略了中国情景的特殊性，对公共服务动机的微观激发机制及

其消极绩效影响也关注不足。本研究从中国情景下公共服务动机的概念、核心构成要素、

激发机制以及绩效结果入手，从三个方面系统地构建适合中国场景的公共服务动机理论：

第一，将公共服务动机视为混合动机概念，基于扎根理论的定性方式识别基层公务员公共

服务动机的构成要素与核心内涵，并据此开发本土化、多维度的公共服务动机量表；第二，

从微观激发机制出发，探讨受益人接触、自我倡议、观念反思等机制对个体公共服务动机

的激发作用；第三，从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两个方面探讨公共服务动机与个体公务员行为

间的关联及其机理。本研究既响应了国内公共管理学界长期以来发展本土理论的呼声，亦

为政府部门完善公共人事政策提供切实思路和实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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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基层公务员是履行国家职能、贯彻执行政府政策的微观主体，其服务水平与工作绩效，

不仅直接反映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的效率和质量，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

幸福感。因此，对基层公职人员的有效激励是加强干部管理的重要内容。基层公务员身处

国家治理体系和行政管理体系的末端，往往面临“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工作困境与

压力(萧鸣政, 郭晟豪, 2014)。在现行人事管理制度下，基层公务员承担着繁重的日常工作，

却在晋升渠道、薪酬福利提升等方面困难重重，激励机制明显不足 (李志 等, 2020; 刘昕, 董

克用, 2016)。有研究显示，近八成基层公务员有着不同程度的职业倦怠，主要体现在工作

                                                        
收稿日期：2021-03-0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2004189)。通信作者: 文博, Email: wen.bo@cityu.edu.hk 

ch
in

aX
iv

:2
02

10
7.

00
03

8v
1

mailto:wen.bo@cityu.edu.hk


 

2 

压力大、积极性不足以及情绪消极等方面(郑建君, 2015)。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现行制度

设计以“经济理性”的外部激励理论为依据，忽视了基层公职人员选择从事公共服务活动背

后的内生道德因素与利他动机，致使政策性激励手段与个体动机需求无法适配。 

公共服务动机(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理论强调关注公职人员的内在精神需求，主张

探索组织中亲社会行为的动力来源，力求从公共价值视角探讨提升公共部门工作绩效的实

践与制度安排(Perry & Vandenabeele, 2015; Perry & Wise, 1990; Vandenabeele, 2008a)。对于公

共服务动机的来源，国内外学者已经做了大量有益探索。他们认为，基于社会化

(socialization)的机制(Perry, 2000)，公共组织的程序与特征(Moynihan & Pandey, 2007)、领导

者特质(Liu et al., 2018)以及工作场所以外的社会环境(Kim, 2021; Perry et al., 2008)等等，都

会塑造并改变个体的公共服务动机水平。同时，越来越多的研究关注公共服务动机对公务

员群体态度与行为的影响，认为其能够有效提升个体的工作绩效水平(Bellé, 2013; Ritz et al.,  

2016)，特别是提高工作满意度(Bright, 2008; Naff & Crum, 1999)和组织承诺感(Camilleri, 

2006; Kim, 2012)，并降低离职率(Bright, 2008; Campbell et al., 2014)。这些积极影响主要是

通过增强员工的心理认同感(Vandenabeele, 2009)、突出工作完成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及意义

(Steijn & Van der Voet, 2019; Taylor, 2014)以及描绘变革导向行为的可能性(Campbell & Im,  

2016)等多个中介机制形成的。此外，公共服务动机的有效性还受到组织文化(Austen & 

Zacny, 2015)、激励偏好(Liu & Tang, 2011)以及领导风格(Potipiroon & Ford, 2017)的影响。这

些研究为解释公共服务动机如何作用于公务员的内在心理及外部行为奠定了基础。然而，

一些值得继续探索的问题仍然存在。 

第一，在概念界定方面，现有研究将公共服务动机近乎等同于利他主义(altruism)，导

致概念简单化，降低了理论效度，也导致部分研究结果的预测度不高。利他主义是建立在

利己主义(egoism)对立面的一种冀望帮助他人、为他人提供福利的意愿(Batson, 2011)。将公

共服务动机与利他主义相互交替使用，实际上是站在了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对立面，这使得

关于公务员动机的研究基础来了一个 180 度转弯，从利己性假设完全转向利他性假设。这

个转向至少容易产生两个方面的不利结果。一是使得公共服务动机这一概念本身模糊化，

与利他主义的区分度不大。正如 Bozeman 和 Su (2015)所指出的，公共服务动机未能充分地

与其他概念(一般性利他主义)区分开来。一些学者可能迫于发表压力对其选择性界定及使

用。二是导致相关研究结果不一致，使得公共服务动机理论缺乏现实预测效度(Piatak & 

Holt, 2020; Ritz et al., 2016)。从理论上看，公共服务动机并非是一个单一动机概念，而是由

理性(rational)、规范(norm-based)和情感(affective)等三类动机共同构成的混合动机(Perry & 

ch
in

aX
iv

:2
02

10
7.

00
03

8v
1



 

3 

Wise, 1990; Taylor, 2007)。从现实出发，利他性只是公共服务动机的一个重要组成要素，但

绝非唯一因素。公务员之所以选择从事公共服务，必然包括基于自我效用性的理性考虑

(Neumann & Ritz, 2015; Ritz et al., 2016)。因此，将公共服务动机置于一个混合动机模型之

下，进一步明晰其核心内涵与定义是十分有必要的。 

第二，在识别测量方面，现有研究主要基于美国场景，跨文化效度有限，不利于理解

中国场景下的特殊动机及相关行为。制度主义(institutionalism)强调，个体公务员通过内化

公共组织的价值、规范和信念产生自我认同，进而发展成为公共服务认同(Breaugh et al., 

2018; Perry & Wise, 1990)。公共服务动机是一个高度情境化和文化依赖性的概念。在不同

的经济体制、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历史传统、文化习俗的作用下，公共服务动机所展现

出的特征及其与实际绩效间的转换机制是存在明显差异的。例如，Vandenabeele (2008b)发

现，在美国特殊场景下形成的公共服务动机很难适用于欧洲场景，除了公共政策吸引

(Attraction to Policy Making)、公共利益承诺(Commitment to Public Interest)、自我牺牲(Self-

Sacrifice)以及同情心(Compassion)等四个维度之外，还应加上民主行政价值观这一维度。我

国学者也发现，基于美国场景设计的量表中，自我牺牲与同情心这两个维度在中国情境下

无法得出具有统计意义的显著结果(Liu et al., 2008; 王浦劬, 孙响, 2018)。然而，现有中国情

景下的公共服务动机研究，大多是基于美国量表的验证性修改，尚未形成一个整合性的概

念模型。那么，我国公务员群体的公共服务动机究竟应该包括哪些内涵和核心属性？我国

特殊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历史文化传统如何塑造了公共服务动机？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借

助扎根理论框架，探讨中国公共服务动机的核心特征，开发相应量表，探讨其激发与绩效

转换机制。 

第三，在激发机制方面，现有研究侧重于组织环境与工作特征等中观层次的探讨，忽

略了微观层面，即组织管理对公共服务动机的影响。具体来说，相关研究关注了公共组织

环境(Jacobsen & Jakobsen, 2018; Jung, 2018; 于海波, 安然, 2018)、工作内容特征(Lynggaard et 

al., 2018; Van Loon et al., 2017; 谭新雨 等, 2017)、领导成员风格(Schwarz et al., 2016; Wright 

et al., 2012; 陈振明, 林亚清, 2016)等中观层面的变量对公共服务动机的影响。这些研究局限

于近乎描述性地阐明各类组织因素与公共服务动机之间的关联，而没有进一步研究在实际

工作环境中这些变量的改变是如何影响个体服务动机与工作绩效的。事实上，任何公共组

织的工作环境、工作流程乃至领导班子的形成及确定，或多或少都面临一些制度约束与政

治压力，并非完全是效率导向下的自选择结果。实践中，管理者也很少能够通过大刀阔斧

改变组织层面的因素来影响其下属的公共服务动机。相比之下，微观层面的管理实践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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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成本性、高度可操作性以及行为改变性等特点，逐渐成为公共管理与管理心理学研究的

重点(Gilbert et al., 2018; Hsu et al., 2017; Luthans et al., 2006)。Vogel 和 Willems (2020)的研究

表明，通过一个强调社会意义的观念反思(idea-reflection)任务可以显著改变员工的认知方式

和公共服务动机，从而产生持续性的积极行为模式变迁。Bellé (2013)的研究也发现，护士

在认识到自身工作的社会意义后，其公共服务动机能够被激发，后续工作绩效和任务完成

度将得到提升。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的研究主要局限于关注工作本身的特征所带来的观念

反思效应，尚未能够很好回答其他类型的观念反思是否存在同等效应。另外，现有研究尚

未关注受益人接触(beneficiary contact)与自我倡议(self-advocacy)等微观管理激发机制的作用。

为了完善微观管理实践机制下公共服务动机的激发机理，我们有必要探讨包括观念反思、

受益人接触、以及自我倡议在内的多重微观管理干预对公务员公共服务动机的影响。 

第四，在影响分析方面，现有研究大多将公共服务动机当作一个积极影响因素，甚少

有研究探讨公共服务动机的消极影响。由于公共服务动机强调个体公务员对于实现社会利

益的承诺，多数研究因此假定公共服务动机能够显著提升公务员参与公共服务活动的积极

性、工作满意度以及利他性行为(Bright, 2008; Camilleri, 2006; Moynihan & Pandey, 2007; Naff 

& Crum, 1999; Kim, 2012)。然而，有的实证研究发现，上述积极效应并非必然存在。例如，

Koumenta (2015)发现，公共服务动机越高的雇员越有可能旷工及不愿意参与非自愿性的加

班。因此，学者们开始关注公共服务动机可能产生的消极后果。当高服务动机员工发现公

共组织并未能给予自己提供展现公共抱负的机会和平台时，他们可能感受到更为强烈的工

作压力、价值冲突、辞职意愿以及工作-生活失衡(Bakker, 2015; Giauque et al., 2012; 

Quratulain & Khan, 2015)。然而，我们注意到，这些研究主要从个体-组织不匹配(person-

organization misfit)的视角解释公共服务动机对员工态度的负面影响；就公共服务动机对员

工行为层面上直接消极效应的研究，仍旧不多。也就是说，现有研究无法很好地回答这么

一个问题：当个体与组织相匹配时，公共服务动机越高的员工是否也会产生不理想的行为

与后果？为了完善公共服务动机对员工实际行为与组织绩效的研究，有必要全面分析公共

服务动机的消极行为影响及其机理。 

针对上述不足之处，本研究拟从中国情境出发，以公共服务动机理论为基础，考察基

层公职人员公共服务动机的构成要素、激发机理和绩效转换机制。文中使用的“中国情境”

一词，是对中国的经济体制、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历史传统、文化习俗等因素所共同交

织而成的特殊场景的统称。本研究所聚焦的基层公职人员，是指纳入国家行政编制并由国

家财政负担其相应工资福利，为社会公众提供基层公共服务的公职人员。本研究重点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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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方面：首先，以社会身份认同理论为依托，全面审视中国情境下公共服务动机的独特

性质和表现差异，分析基层公职员公共服务动机的结构与层次；其次，根据理论研究和深

度访谈，分析基层公职人员公共服务动机的具体要素，构建本土化的公共服务动机量表；

再次，从微观管理实践层面切入，探索基层公务员公共服务动机的激发机制；最后，通过

行为实验，探究我国基层公职人员公共服务动机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提出提升基层公

职人员工作绩效的政策建议。 

 

2 国内外研究现状 

2.1公共服务动机的定义 

关于公共服务动机的定义，目前主要有四种研究视角。第一种视角从比较公共组织和

私营部门的雇员在工作态度和激励偏好方面的不同之处出发，将公共服务动机定义为公共

组织从业人员所具有的一种不同于私营部门人员的特殊动机，特别强调的是个体对公共部

门内在价值的偏好和内在工作意义的追求(Crewson, 1997; Houston, 2000)。这种视角往往局

限于突显公共部门的特殊性，却又未能进一步清晰定义这个特殊性。因此，第二种视角在

第一种视角基础之上，进一步将公共服务动机的概念明晰化。例如，Bright (2008)认为，公

共服务动机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利他性倾向，是驱动个体投身于公共服务的动力源泉。这种

视角将公共服务动机等同于利他主义动机或利他主义行为，一味强化公共服务的利他属性，

使得公共服务动机与其他一般性利他性动机概念无法区分，因而招致了许多学者的批评。

基于这个原因，许多学者开始尝试区分公共服务动机与一般性利他主义的不同之处，继而

产生了第三种视角。这种视角认为，一般性利他主义的关注点在于普通个体的福利，而公

共服务动机则更加强调对社会整体利益的关注(Ritz et al., 2020; Schott et al., 2019)。实证研究

也证实了上述区分的有效性，即公共服务动机能够有效预测造福社会的捐赠，但却不能预

测一般性的志愿行为(例如献血)；而利他主义则恰恰相反(Ritz et al., 2020)。第四种视角从混

合动机的视角出发，典型代表如 Perry & Wise (1990), Taylor (2007)。Perry和 Wise 在分析美

国的情况后认为，公共服务动机应该包括理性、规范和情感等三个相互关联的组成部分。

理性部分主要指个体对自身效用的追求，规范部分强调对公共组织的价值认同，情感部分

则始于一般利他性的情绪诉求。因此，第四种视角认为公共服务动机并不是一个单一利他

主义动机，而应被理解为一个包括个体效用在内的多维度概念。 

可见，公共服务动机这一概念本身存有很大争议。部分学者将其归结于公共部门从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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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所独有的一种职业取向，另外一些研究则强调公务员对于社会整体利益而非单一个体

组织利益的追求。在这些众说纷纭的定义背后，有一点是肯定的：单一利他性动机既不能

有效概念化个体选择从事公共服务的内核，也与现实不符。不能否认，即便是最大公无私

之人，也会考虑合理化的个人回报和福利。公共服务动机不应该置于利他-利己二分框架之

下。正如 Ritz 等(2016)指出的那样，自利性动机并非与公共服务、公共利益背道而驰；执

行公共政策的个体在提升他人和社会福祉的同时，也满足了个人需求。这表明公共服务动

机应是一个混合性概念。因此，本研究主要基于第四种视角，通过扎根理论的定性方式来

探索公共服务动机所包含的利己和利他性概念内核。 

 

2.2公共服务动机的多维度测量 

现有研究主要基于 Perry (1996)开发的四维度结构模型。在这个模型中，Perry基于美国

公共服务的实践和传统，首次识别出公共服务动机的四个关键维度，即制定公共政策的吸

引力、公共利益承诺、自我牺牲和同情心。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公共服务动机植根于特定

的政治制度、文化传统和社会环境，在美国情景下开发的公共服务动机四维度结构模型，

可能并不能在其他国家实现良好的建构效度。例如 Vandenabeele (2008b)发现，在欧洲情景

下，公共服务动机还应该新增加一个包括行政中立和公平在内的民主价值观维度。Ballart

和 Riba (2017)通过分析西班牙的行政传统，发现了另一个嵌入在其母国语境中的公共价值

观念，继而发展出公共忠诚这一新的维度。相关实证分析显示，在添加了这一新维度后，

五维度结构模型的拟合度要好于 Perry (1996)四维度结构模型。 韩国学者 Kim (2009)则指出，

Perry (1996)模型中的政策制定维度下的各个题项，全都与个人的政治态度相关，而非与公

共政策相关。因此，Kim和 Vandenabeele (2010)认为，为了更好地体现公务员工具性动机这

个核心要素，“公共政策吸引”应修改为“公共政策参与”；为了体现公共管理者所共享的公

共价值，“公共利益承诺”应修改为“公共价值承诺”。 

在量表开发方面，国内学界目前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基于西方公共服务

动机量表的情境化验证与修改；另一类是对公共服务动机概念在中国情境下适用性的理论

探讨。在实证研究层面，Perry (1996)开发的多维度公共服务动机量表和 Kim 等(2013)开发

的国际公共服务动机量表都在中国情境下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验证(Liu et al., 2008; Miao et al., 

2018; 包元杰, 李超平, 2016; 寸晓刚, 2013; 王亚华, 舒全峰, 2018; 郑楠, 周恩毅, 2017)。但现

有研究也发现，这些基于西方语境所开发的各类权威量表中，多个维度存在与中国情境相

性不符的问题。例如，自我牺牲与同情心这两个维度无法得出具有统计意义的显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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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 et al., 2008; 王浦劬, 孙响, 2018)。因此，测量中国情境下的公共服务动机，应增加“互助

意愿”(朱春奎, 吴辰, 2012)、“对政府干预手段的偏好”以及“爱国主义情怀”(王浦劬, 孙响, 

2018)等新的维度。在规范研究层面，不少学者认为，西方公共服务动机理论在中国情境下

适切性不强。例如，西方公共服务动机理论中有一个著名的假设，即大学生自身的公共服

务动机能够预测其选择供职于公共部门的就业偏好(Perry & Wise, 1990)。然而，在中国情境

下，相较于公共服务动机，“政治效能感”被视为目前大学生群体选择服务于公共部门的更

重要考量(高翔, 黄张迪, 2018)。 

整体上看，现有中国情境下的公共服务动机测量研究大都直接采用西方量表，或是运

用因子分析等手段对量表做简单的合并删减，并没有充分考虑到中国文化与制度的独特性。

从文化传统看，中华文化中，集体主义、家庭意识、儒家伦理等价值观念根深蒂固，往往

强调集体利益高于个体利益；与之相对的是，西方文化中，个人主义、商业文化和基督精

神等色彩明显，认为个体权利与自由神圣且不可侵犯。由于存在如此重大的差异，中西方

个体对“公共服务”、“政府与私人关系”以及“利他”等关键概念的理解必然存在差异，中国

语境下的公共服务动机也必然与西方的主流认知有所不同。从管理制度看，我国当前的公

务员制度与西方社会基于“政治中立”、“政务与事务官分离”、“恩赐官职”等原则所构建的

文官体制有显著差异。完全照搬西方研究范式所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已有文献缺乏就中国

情境下公共服务动机内涵与适用性的有效讨论，根植于中国土壤的高质量实证研究不足(刘

帮成, 2019)。 

本研究以社会身份认同理论为依托，立足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行政组织体系和历史

文化传统，将公共服务动机的前置因素嵌入中国情境下的价值表达之中，实证性探索情境

化的公共服务动机内涵，开发适合于中国情境的公共服务动机测量工具。 

 

2.3公共服务动机的影响因素 

现有研究认为，公共服务动机主要受社会环境和工作组织两大方面因素的影响。 

在社会环境方面，个体公共服务动机被视为学校、家庭以及宗教等多个源头作用下的

社会化产物。家庭是个体接受社会价值的首要场所；若父母一方或双方从事公共服务，会

对子女产生模范和学习效应，增强他们的公共服务动机(Chen et al., 2021; Vandenabeele, 

2011)。学校良好的公民教育、课外志愿活动以及提供模拟性组织领导经历，也是培养个体

公共服务动机的重要手段和途径(Holt, 2019; Kim, 2021; Perry et al., 2008)。在美国，宗教活

动亦是公共服务动机的重要来源之一(Perry et al., 2008)。值得注意的是，学校、家庭以及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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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这些因素独立于个体工作环境之外，公共部门管理者往往深感鞭长莫及，很难直接通过

改变这些因素来影响和提升其员工的公共服务动机。 

在工作组织方面，现有研究主要关注工作特征、组织环境和领导实践三大因素。工作

特征研究所关注的是，通过改变工作任务的性质(Taylor, 2014; 谭新雨 等, 2017)、难易程度

(Lynggaard et al., 2018)和角色定位的认知(Van Loon et al., 2017)，影响个人对于“个体-工作匹

配”(person-job fit)的认知。个体认为他所从事的工作与自身越匹配，其投身于公共服务的动

机就越强烈。组织环境研究关注的是，组织文化氛围(Jung, 2018)、组织程序(Jacobsen & 

Jakobsen, 2018)以及组织变革(Teo et al., 2016; 于海波, 安然, 2018)对组织内员工公共服务动

机的影响。此类研究主要基于“个体-组织匹配”这一关键机制，即个体认为自身与组织目标、

价值与程序越匹配时，其服务动机就会越强烈。例如在中国情境下，刘帮成和陈鼎祥(2019)

的研究表明，高承诺的工作系统对基层干警的组织公民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激发基

层干警的公共服务动机可以显著提升工作绩效。领导实践研究关注的则是，如何通过增强

和改变公共组织中的领导力——包括领导行为(Schwarz et al., 2016)、领导关系(陈振明, 林亚

清, 2016)以及领导风格(Wright et al., 2012) ——来影响下属的公共服务动机，并进而改变其

工作行为。 

总的来说，现有研究聚焦于组织环境与工作特征两大中观层次的探讨，忽略了微观层

面的管理实践对于公共服务动机的作用。事实上，微观层面的管理实践具有低成本性、高

度可操作性以及行为改变性等特点。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倡导，应当从微观视角探讨管

理实践的激发作用(Gilbert et al., 2018; Hsu et al., 2017; Luthans et al., 2006)。譬如，Vogel 和

Willems (2020)的研究表明，通过设立一个强调社会意义的自我反思任务，便可以显著改变

员工的认知方式和公共服务动机，从而产生持续性的积极行为模式。但这一类研究局限于

关注工作本身的特征所带来的观念反思效应，尚不能回答其他类型的观念反思是否可行且

具有同等效果。鉴于此，本研究着眼于完善微观管理实践下公共服务动机的激发作用机理，

进一步探讨包括观念反思、受益人接触、以及自我倡议在内的多重微观管理干预对于个体

公共服务动机的影响。 

 

2.4公共服务动机的“正”与“负” 

现有研究主要将公共服务动机与积极的公务员工作态度与绩效进行关联性研究。 

基于个体-组织适配机制这一前提，学者认为，个体公务员公共服务动机越高，越能够

感知公共组织的使命感和价值观，因而越能够展现出更高的组织认同和更低的离职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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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uld-Williams et al., 2015; Jin et al., 2018; Kim, 2012)。有的研究则从个体-工作适配机制入

手，认为公共服务动机越高的公务员在从事具有多样化服务性质的工作时，会展现出更高

的工作绩效(Choi, 2017; Christensen & Wright, 2011; Van Loon et al., 2017)。可以看到，公共

服务动机对公务员个体和公共组织绩效都具有正面效应。 

然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研究得出了不一样的结论。例如，Koumenta (2015)发现，公共

服务动机平均值越高的公共部门，其雇员越有可能排斥非自愿性的加班。由此，学者们开

始反思公共服务动机的积极效应边界，并进一步讨论其可能导致的消极后果。这方面的研

究主要包括两大类。一类研究基于个体-环境不适配性理论，侧重探讨公职人员与工作环境

之间的冲突如何导致负面结果。换言之，当公职人员发现其所处于的工作或组织环境阻碍

了他们为公共利益服务的愿望实现时，压力(Giauque et al., 2012)和工作不满意(Van Loon et 

al., 2015)等消极情绪便会油然而生。另一类研究基于吸引-选择-损耗模型(Schneider et al., 

1995)，发现当机构目标和任务发生变化时，具有高度公共服务动机的员工会由于对原始制

度和价值观的高度承诺感而对组织变革产生负面态度或抵触情绪(Steen & Rutgers, 2011)。 

一言以蔽之，现有研究围绕公共服务动机对个体工作态度和绩效间的积极影响进行了

丰富的研究，也关注了公共服务动机对员工态度和心理状况所造成的某些负面影响。遗憾

的是，关于公共服务动机对员工行为的直接性消极效应的高质量实证研究仍旧匮乏。比如，

以崇高公共服务为导向的雇员可能会倾向于打破僵化的行政规则去帮助弱势公民，继而展

现行政歧视行为并对公共组织的声誉造成负面影响。鉴于此，本研究拟通过实证数据搜集，

进一步验证公共服务动机对员工工作行为和绩效的消极影响。 

 

2.5文献评述 

总体看来，目前国内外学者就公共服务动机的概念与测量、激发机制、以及绩效转换

进行了大量有益的探讨，不足之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就概念而言，现有研究主要将公共服务动机理解为一个纯粹利他性动机，将其

置于利他-利己二分框架下的一个极端。事实上，公务员选择从事公共服务的动机是混合多

元的，既包含着对于个体市场价值、福利、收益的考虑，也包含着对于公共价值的承诺、

利他性主义的捍卫以及奉献精神。从事公共服务的雇员在满足个人需求的同时，也会对他

人和社会有所裨益。部分学者虽然已经提出公共服务动机中包括利己性成分，但鲜有研究

将其与利他性成分纳入一个整合性框架中进行分析。 

第二，就测量框架而言，现有研究主要照搬西方公共服务动机的测量量表，没有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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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情境下公共服务动机的独特性纳入考量。由于中美两国在政治经济体制、历史文化传统

和社会组织环境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以美国情景为基础的公共服务动机测量维度很难完

全适用于我国情景。将西方情景下的量表直接用于中国场景，一方面使得概念本身内容效

度较低，另一方面也导致相近研究得出的实证结果不一致，实践参考作用不大。虽然学者

们不断强调有必要开发中国情景下的公共服务动机量表，但令人遗憾的是，已有文献缺乏

就中国情境下公共服务动机测量框架的有效讨论，根植于中国土壤的高质量实证研究依然

不足(刘帮成, 2019)。 

第三，就激发机制而言，已有研究主要关注了工作设计、组织环境以及领导风格等中

观层次因素对于员工公共服务动机的激发与影响，鲜有研究关注微观管理实践对员工的影

响。诚然，部分研究探索了观念反思这一机制；但其主要关注的是基于工作本身的特征所

进行的反思效应，尚未能很好回答其他类型的观念反思是否具有同等效果。另外，是否存

在其他微观干预下的动机激发机制，仍不得而知。 

最后，已有文献大都假定公共服务动机所带来的影响是积极的。例如，基于个体与组

织、个体与工作适配理论框架，现有研究发现公共服务动机能够提升公务员的工作满意度、

组织承诺感、实际工作效率以及留任意愿。然而，不能忽视的是，公共服务动机本身也有

可能引发负面的效果。例如，公共服务动机过高的员工通常对公共组织现有价值观念有着

较高的认同度，因此会消极抵制各项变革举措。再如，个体公共服务动机越高，就越有可

能对于自身行为进行合理化的心理暗示，反而导致不道德行为的滋生。然而，关于这一方

面的实证研究，目前仍乏善可陈。 

 

3 研究构想 

基于以上认识，本研究围绕以下几个方向开展研究：一是基于混合动机框架和社会身

份认同(social identity)理论，采用扎根理论的定性方式，探讨中国情境下个体公共服务动机

的核心内涵，提炼关键特征维度形成测量量表；二是结合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 

theory)和倾向-机会(predisposition-opportunity)理论，从微观管理实践层面切入，通过实验

干预设计及事前/事后问卷调查等方式，探索基层公务员公共服务动机能否被激发及如何被

激发；三是引入行为实验方法 (Resh et al., 2018)，通过模拟工作环境中不同微观管理实践的

控制干预，探讨公共服务动机对工作行为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为人事管理制度的完善

方向提供实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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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重点目标是，识别我国基层公职人员公共服务动机构成，开发中国情境下的

量表工具，并进一步探索这一动机的可塑性、激发手段及与工作绩效间的转换机理。鉴于

现有理论在跨文化语境下适用性不强，本研究将以“内涵识别-量表开发-绩效转换”为主线，

扎根式搭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服务动机研究范式。 

我们设想，本研究包括四个模块，涉及八个命题，分述如下。 

3.1 模块 1：识别中国情境下公共服务动机的实质与内涵 

我国学者的普遍共识是：以西方场景，尤其是美国特定官僚背景为基础提出的公共服

务动机的概念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包元杰, 李超平, 2016; 刘帮成, 2019; 苗青, 2019)。实证研

究也发现，西方场景下的公共服务动机部分测量维度在中国场景下拟合度不高(Liu et al., 

2008; 王浦劬, 孙响, 2018)。因此，许多研究已经开始探索在我国情境下，公共服务动机的

表达内涵与实质(李锋, 王浦劬, 2016;王亚华, 舒全峰, 2018)。遗憾的是，这些研究要么仍然

基于西方理论，没有深入探讨在我国特殊文化和制度背景下公共服务动机的具体内涵与本

质；要么完全抛弃已有学术研究成果，独立构造在不同职业场景下的特殊动机，难以与现

有公共服务动机理论展开对话。本研究希望吸收借鉴国际公共服务动机的研究成果，以中

国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和历史文化传统为基础，探求适合于中国场景的公共服务动机本质和

内涵。 

在混合动机研究方面，Perry (1990)最早提出公共服务动机由理性、规范和情感三个不

同但又相互关联的动机构成。Kim和 Vandenabeele (2010)则认为，理性动机概念过于宽泛，

建议采用工具性动机这一概念刻画个体为实现公共利益而采取的手段。 

在我国情境下，工具性动机是公共服务动机的核心。从文化层面上看，儒家文化推崇

通过为官来实现社会利益、彰显公共价值(Liang et al., 2012; Warner, 2010)。“学而优则仕”是

这个文化传统和理念的典型体现。在这种传统下，社会精英希望入朝为官实现“兼济天下”

的个人抱负，社会公众则期待官员成为守护公共利益的道德楷模。在当代社会，进入政府

部门工作，就可以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实现促进社会发展进步的愿望。高翔和黄张迪(2018)

的研究表明，政治效能感，即个体认为政治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改变社会，是中国大学生选

择政府部门工作的关键因素。Ko 和 Han (2013)对中国多所大学学生的调查也得出了类似结

论：倾向加入公务员行列的大学生普遍认为，政府工作能为他们提供更多造福社会的可能

性。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如下命题： 

命题 1：工具性动机是中国公共服务动机的核心。 

命题 2：规范动机和情感动机是中国公共服务动机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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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模块 2：开发中国情境下公共服务动机的测量工具 

本模块采用问卷调查形式验证模块 1 的质性研究结果。基于上述对公共服务动机的理

解，我们从工具性、规范和情感三个方面研究公共服务动机。其中，工具性动机包括公共

政策参与吸引力和治理体制认同两个维度；规范动机包含公共价值追求和公共利益追求两

个维度；情感动机则包括同情心和自我牺牲两个维度。 

问卷设计方面的主要考虑是：首先，在收集分析阶段，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等方法将

数据中分散的指标归纳至上述特征维度。其次，综合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回归分析以及验

证性因子分析等技术，对理论量表进行信度(内部一致性)与效度(内容效度、表面效度、结

构效度、聚合效度、同时效度、构想效度、预测效度)检验。最后，根据信度与效度的检验

结果，调整、完善及确定中国情境下公共服务动机的测量量表。 

问卷调查方面的主要考虑是：首先，综合运用目标和理论抽样方法确定样本量以提升

样本的代表性和应答率。其次，基于多样性原则，选取若干代表性城市，对相关政府部门

或事业单位开展问卷调查。第三，考虑到基层公职人员这一研究主体，将主要目标群体定

位在科级及以下的公务员。最后，为了使样本更具有代表性，研究样本包含省、市、县、

乡等各个层级的政府单位。 

 

3.3 模块 3：探索中国情境下公共服务动机的激发机制 

本模块拟借鉴倾向-机会和认知失调理论，设计一套综合行为实验方法，用以探索受益

人接触、观念反思和自我倡议等工作设计对个体公共服务动机的激发作用。 

倾向-机会理论(predisposition-opportunity)认为，只有当工作本身所提供的机会符合员

工个体的特征倾向时，其真正的工作热情与投入才能够被激发。这个理论可以用于探讨在

何种情况下，个体的内在工作动机会被启动(Knoke & Wright-Isak, 1982)。受该理论启发，

本研究拟探究受益人接触是否对公共服务动机具有正向激发功效。所谓受益人接触，指的

是公务员能够拥有与所服务的公民和组织直接进行互动接触的机会，切身感受服务他人、

造福社会的正反馈。因此，当个体实际工作的成果与自身的亲社会心理需求相匹配时，就

会产生更强的内生性服务动机。据此，我们提出如下命题： 

命题 3：受益人接触能够激发公共服务动机。 

观念反思是自我说服的一种形式，即个体经由自我评价和联想后所产生的说服自身改

变某些行为、态度、言语或想法的过程(Gregory et al., 1982)。由于个体总是倾向于相信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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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判断而不是他人劝说，因此，一般来说，自我说服对于个体行为或态度的影响要远大于

他人说服的影响。在公共组织中，个体公务员的公共服务动机也十分容易受到观念反思的

影响。例如，当公务员受到某类具有利他价值导向的人、事或者情景的影响时，就会下意

识反思自己对于社会的价值和作用，从而将自己带入相应情形之中并说服自己应该具有关

心他人、为社会服务的意识。据此，我们提出如下命题： 

命题 4：观念反思能够激发公共服务动机。 

自我倡议是另一种形式的自我说服。与观念反思不同，自我倡议更多源自他人的影响。

认知失调理论认为，当个体长期处于自我倡议的状态时，即使他（她）最开始并不认同所

倡议的价值或行为，但最终为了与组织和自我暗示协调一致，也会被自我说服(Festinger, 

1962)。在这一过程中，自我倡议强化了组织所推崇价值的合理性和正确性，从而使得个体

接受并确认这一价值(Mackie, 1987)。例如，在公共组织中，公务员会被要求通过宣誓或讲

演的方式确认服务社会、奉献自我的价值取向。据此，我们提出如下命题： 

命题 5：自我倡议能够激发公共服务动机。 

 

3.4模块 4：公共服务动机与绩效转换 

本模块主要依据心理契约理论和道德推脱理论的研究，采用行为实验方式明晰公共服

务动机和个体积极与消极行为之间的关系，探索人力资源制度安排的改革方向。以往研究

主要将公共服务动机视为一个积极影响因素，探讨其对个体员工与公共组织的正面效应

(Ritz et al., 2016)，而较少讨论其可能存在的消极影响。一些研究虽然论述了高公共服务动

机的个体所面临例如健康受损和消极怠工(Jensen et al., 2020)的困境，但却使用了不同的理

论框架以解释不同效应的路径。这使得现有研究未能很好说明在何种整体情况下，公共服

务动机将会产生显著效应。 

心理契约理论认为，个体会产生一种有关于组织是否能够实现互惠性承诺的心理预期

或信念(Rousseau, 1989)，这种心理预期将影响个体对组织的承诺水平和工作行为。对公共

部门而言，当公务人员主观认定组织能够履行心理契约，即组织能够提供使其自身充分施

展和发挥才能服务大众的机会时，将会发展出更强的服务动机，并产生积极的工作态度，

包括高组织承诺感、高工作满意度、低离职倾向等。相反，如果高公共服务动机的个体发

现组织不能够满足其需求和愿望，就会主观认定对方违背了“双边契约”，从而产生消沉感

等一系列负面情绪。据此，我们提出如下命题： 

命题 6：组织遵守心理契约时，个体公共服务动机越强，就越会产生积极工作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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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 7：组织违背心理契约时，个体公共服务动机越强，就越会产生消极工作态度。 

此外，道德推脱理论(theory of moral disengagement)认为，个体为了减少由于自身不道

德行为所导致的自责和对他人伤害程度的主观判断，会产生一种道德合理化的辩护态度

(Bandura, 1999)。道德合理化的倾向变相引导着自身对不道德行为的判断，使其将自身某类

行为的心理评估和这些行为实际产生的不当行为分离开来，并用于证明其不道德行为的合

法性(Loyens, 2014; Ripoll, 2019)。例如，高尚的目的可以减少自身从事不当行为的内疚感，

也可以降低或弱化自身对他人利益损害程度的判断。具体到公共服务动机而言，个体的公

共服务动机越高，对公共利益实现的愿望越强烈，对自身行为的道德合理化判断就越高。

换句话说，一些不当甚至不合法行为仍会被自身接受，只因其服务于更高的社会利益和美

好愿望。然而，公共利益这一概念本身就是模糊不清的，有时被理解为单人个体利益的维

护，有时则被认为是集体利益的总和(Andersen et al., 2013)。因此，个体对公共利益的实现

仅仅是基于自身的解释和主观判断，以公共利益为内生动力的公务员更有可能对其不当行

为进行道德合理化辩护。据此，我们提出如下命题： 

命题 8：公共服务动机与非道德行为正向相关。 

总结地说，本研究的实际推进过程包括顺次递进的三个阶段(如图一所示)。 

首先是扎根理论式的内涵研究。这个阶段的主要工作是，根据混合动机框架和社会身

份认同理论，分析梳理中国情境下个体公共服务动机形成的各种政治经济制度与历史文化

传统因素，从而设计访谈提纲。接着对具有代表性的群体进行半结构化的深度访谈和具有

相互启发意味的焦点小组访谈，采集丰富的一手文本类数据。然后是开展内容分析，进行

主题式识别和归纳，总结中国情境下公共服务动机的实质与内涵。 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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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研究框架 

随后是量表开发，即对第一阶段研究所获得的公共服务动机(文本性)内涵进行类型分

析，提炼设计中国情境下公共服务动机的关键特征维度。我们将选取具有代表性的省会或

直辖市，以分层抽样的方式，对各类公共组织(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和非营利组织内的成

员进行问卷调查。随即，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等方法对回收的问卷进行处理分析，将核心

指标归纳为具有概括性的特征维度，形成中国情境下公共服务动机的测量量表。综合运用

结构方程模型、回归分析、验证性因子分析等方法，对量表中各维度内的所属题项进行信

度与效度检验，必要时进一步完善量表设计。同时，广泛咨询国内外专家，开展多重前测

检验与优化，继而开发中国情境下公共服务动机的测量工具。 

最后是中国情境下基层公职人员公共服务动机的激发与绩效转换机制。结合认知失调

和倾向-机会理论，从三个微观管理手段切入，通过实验干预设计及事前/事后问卷调查等

方式，探索基层公务员公共服务动机能否被激发及如何被激发。随后引入行为实验，探讨

公共服务动机对公务员心理态度和行为的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 

 

4 理论建构 

把握基层公职人员工作动机，进而构建有效的激励机制以增强这一群体的工作积极性，

是我国实现基层治理水平提升的重要课题之一。鉴于现有公共服务动机研究在总体上存在

核心概念不明晰、跨场景测量效度低、激发机制不健全、负面影响认识不足等理论缺陷，

本项目希望弥补现有公共服务动机研究在情景化上的不足，采用混合研究方法，厘清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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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公职人员服务动机的核心概念内涵，开发本土化的量表，探索公共服务动机的微观激

发机制，以及分析公共服务动机的积极和消极影响。围绕上述问题，本研究着重构建以下

几个理论要点： 

首先，本研究将公共服务动机视为混合动机概念，依托社会身份理论和我国特殊政治

经济制度与历史文化传统，概念化中国情景下公共服务动机的核心内涵和表现形式。 

社会身份理论认为，个体从其自身所属的社会身份中获得自我形象，并据此发展社会

情感和价值意义(Burke & Stets, 2009)。其中，社会化的场域，例如家庭、公共组织以及广

义社会环境，促进了个体公共社会身份的形成(Perry & Vandenabeele, 2008)。我们认为，公

共服务动机可以被理解为通过社会化的形式，个体对其自身公共身份产生认同，并据此发

展出的一系列价值体系。 

基于上述认识，本研究提出，我国公共服务动机应该包括工具性、制度性和情感性动

机三个方面。工具性动机是我国公共服务动机的核心，反映选择从事公共服务的自利性考

虑，即通过选择从事公共服务工作满足自身对于自我效用的需求和愿望。在我国情景下，

工具性动机又可被划分为政治效能感和治理体制认同两个维度。政治效能感是指通过服务

于公共机构达到为官目的，从而使自身的角色由政策执行人转为制定者的意愿强弱

(Anderson, 2010)。我国呈现出典型的大政府-小社会模式(Lee, 1986)。政府力量在经济发展、

社会建设乃至百姓日常生活方面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进入政府部门，参与制定

公共政策，促进社会发展成为个人选择从事公共服务的重要工具性考虑。治理体制认同有

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治理体制认同包括对政府体系合法性和有效性的看法和判断；广

义的认同感还包括由政府体系本身所带来的社会福利认同(Jørgensen & Bozeman, 2007)。从

这个角度分析，体制性认同本身就可以看作包含了利己与利他性考虑的混合动机。当然，

哪些利己性和利他性考虑应该被纳入这一维度还值得深入探讨以及实证研究的支持。 

制度性动机强调公共组织对公务员群体的社会化影响，主要体现为公共价值的追求和

表达。现有研究框架从文化和政治制度两个方面理解了中国情景下的公共价值表达。具体

来看，受儒家传统影响，相比于西方公务员所强调的自治和个人主义，中国公务员往往更

加强调服从、弹性和以人为本(Van der Wal & Yang, 2015)。从政治制度的影响看，我国公务

员更加偏好效率主义和集体荣誉的价值取向(Bell, 2015)。整合这两个框架，我们认为，社

会主义体制下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大局为重、以及政府主导等价值观构成了我国公务

员公共价值的重要表达。 

情感性动机是社会与家庭身份的双重表达。西方文化侧重于强调社区纽带，而儒家思

ch
in

aX
iv

:2
02

10
7.

00
03

8v
1



 

17 

想则强调从家庭出发构建社会价值(Slote & De Vos, 1998)。在传统儒家思想文化影响下，光

宗耀祖是在朝为官者实现自我情感价值的重要依托。另外，集体主义文化强调为官一任造

福一方，为实现社会民族的更大利益，不惜牺牲自我成就社会大我(Hofstede, 2001)。因此，

情感动机可以理解为以家国情怀为核心的自我牺牲。根据上述认识，本研究侧重于将公共

服务动机构想为一个混合概念，以扎根理论研究法为始点，发掘、扩充、确定情景化的公

共服务动机识别维度和测量指标。我们将通过问卷调查广泛搜集数据，采用因子分析及结

构方程等统计技术，为识别各类维度提供实证支持或修正。这将有助于对中国情景下的公

共服务动机概念提供更为深入的认识，从而为本土化理论构建奠定坚实基础。 

其次，本研究提出了三种基于公共服务动机的激发及微观管理机制。 

正如 Paarlberg 等(2009)所述，公职人员的能力始终是第一位的。一个公职人员，如果

徒有一腔服务热情却不具备完成本职工作的必备能力或技术，有可能“好心办坏事”，在抬

高公众期望值之后却用糟糕的表现令所有人“格外失望”，最终破坏市民与政府间的互信。

那么，需要创造何种条件或使用何种手段，才能使公共部门的工作人员强化服务意愿，并

将这种意愿切实转换为工作能力和工作业绩的提升呢？现有研究重点探讨了工作环境(谭新

雨 等, 2017)、工作变革(于海波, 安然, 2018)、领导成员风格(Schwarz et al., 2016)等多个因素

在个体公共服务动机与组织绩效间关系中所扮演的调和或中介角色。然而，必须承认，组

织文化与环境的革新和领导风格的转变，常常是困难的，有时甚至是不可能成功实现的。 

西方文献提及的绩效奖励这一举措的适切性也存有不少疑问。一来，在现行较为僵化

的公务员薪酬管理制度下，绩效的判定及各档间的金额差距划分，存在天然争议及操作难

度，易引发有关“公平性”的争议，继而打击员工整体士气。二来，以“金钱奖励”为主要形

式的绩效奖惩机制的长期使用，极有可能导致“挤出效应”。这是因为，当努力工作与“有利

可图”绝对挂钩时，“无利可图”的工作就会被轻视或敷衍。换言之，在个体工作内容里那些

不可被量化考核的部分会被员工战略性“放弃”。又或者，当组织因为资源有限而无法继续

提供绩效奖励时，随之而至的落差很可能会使员工对原本不需奖励就应完成的工作产生莫

名的倦怠感 (Resh et al., 2019)。 

为此，本研究打算从微观情景入手，探讨公共服务动机的激发及管理机制。具体而言，

就是基于倾向-机会理论和认知失调理论，探索受益人接触、自我说服和观念反思这三种机

制对激发个体服务动机、提升其工作表现的可能性。 

倾向-机会理论认为，只有在个体特征与环境特征相互适应的情况下，个体才会激发内

在的工作动机(Knoke & Wright-Isak, 1982)。就公共服务动机而言，高公共服务动机的个体

ch
in

aX
iv

:2
02

10
7.

00
03

8v
1



 

18 

对公共利益的承诺和追求有着更高的需要。当工作环境能够给这类员工提供与其带来正面

利益的人群直接接触的机会时，就能够在互动中增强员工对自身工作利他性和自身价值实

现的判断，最终提升个体的工作动力和绩效(Grant, 2007)。受益人接触正是通过工作安排，

为公务员与其服务或监管的对象提供接触互动的机会，令其切实地感知本职工作的社会意

义，增强工作动力。 

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个人倾向于相信自身的说服而不是别人的劝说，由自我说服

所引发的心理态度变化和随之带来的行为改变更大(Aronson, 1999)。观念反思是典型的自我

说服。这种反思类似于角色扮演，即将自身带入某个场景继而展现出相匹配的态度或行为

(King & Janis, 1956)。公共服务的动机与愿景极易受到观念反思的影响。当公务员个体通过

回顾或复盘自身工作对他人或整个社会所带来的积极影响和改变时，就能够说服并认定，

自己的种种付出是值得并富有长远意义的。更重要的是，这一诱导式的反思过程本身，不

但使得个体意识到自身工作的社会价值，且会鞭策他们继续坚持做好本职工作，扩大影响

力，惠泽更多群体。据此，我们认为，观念反思能够有效激发公务员个体公共服务动机。 

当然，自我说服也可以是被动选择的结果。认知失调理论强调，在人们被长时间灌输

某种思想或不得不接受某种现状的情况下，为了与多数人保持一致，最终也可能被自我说

服(Festinger, 1962)。由于得到多数人支持的观点大概率是规范合理的(Mackie, 1987)，因此

这些倡议可以为自我说服提供充分理由。一般而言，公共组织中的自我倡议具有强大的价

值取向，这种倡导可引起公共雇员的共鸣效应，并说服自身树立服务动机。据此，我们认

为，倡议式说服能够将公共服务价值观内化及固化，提升自我服务动机。 

本项目拟采用行为实验的方式，让实验组的被试完成不同类型的自我体验式任务，从

而得出一个适合中国语境下的微小干预并提供更加稳健的因果论断。例如，被试可以首先

观看一个宣传片，专题介绍中国各级政府在抗疫期间所展现出的必胜决心和所做出的各项

努力，从而成功令疫情受控，避免了大面积感染，挽救了无数生命。接着，他们将被引导

回顾自身在过去一年的里，如何在工作岗位上尽职尽责，甚至以让渡了个人利益的方式配

合国家的各项防疫安排，从而实现集体利益最大化。如若这一微小干预下的被试，在工作

满意度、学习意愿、及组织忠诚度等维度上，均值显著高于参照组，我们便可确认这一“反

思”环节设立的效用。 

最后，本项目基于心理合约理论和道德推脱理论，构建一个统一框架用来分析公共服

务动机可能带来的正负面影响及其机制。 

心理契约理论关注雇主和雇员对双方关系所应共同履行义务的信念感(Rousseau,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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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一理论，员工的心理状态，例如对组织的承诺感，主要是基于组织对这种心理契约

的遵守状况。当组织遵守心理契约时，正向影响就会显现；相反，当组织被认定为违反心

理契约时，员工的消极负面情绪也将随即产生(Robinson, 1996)。对公共组织而言，从业人

员主观认定，自己与所服务的机构间有一个契约，即组织为员工提供一个充分施展和发挥

才能的平台，使其服务大众利益的动机得以满足。当高公共服务动机的个体发现组织能够

满足其需求和愿望时，将更愿意投入到组织工作中，进而产生更高的工作满意度和组织认

同感。相反，一旦认定公共组织不能提供上述服务平台，公共服务动机越高的公职人员就

越有可能主观认定组织违背了“双边合约”，继而产生对工作的消沉感、离职倾向和其他负

面情绪。综上，本研究基于心理契约理论,构建公共服务动机对公职人员情绪影响的整合模

型。 

此外，公共服务动机不仅有可能影响公务员的情感与态度，也与某些不道德行为存在

正向关联。一些学者虽然已经认识到过高的公共服务动机有可能引发个体的不理智、违背

职业道德、甚至漠视法纪的行为，但对其中可能的影响机制缺乏探讨。道德推脱理论认为，

个体倾向于采用一种道德合理化的方式来抑制从事不道德行为所引发的与自身道德标准相

冲突的状态。这种道德合理化是自我认知意识的衍生(Bandura, 1999)。一般来说，个体在行

动以前就已经为自己制定了一系列道德准则，这些准则引导着个体的行为。换句话说，个

体通常以与自身道德标准相一致的方式行事。但 Bandura (1999)认为，道德合理化的辩护会

使得上述机制失效。所谓道德合理化，就是将个体对自身某类行为的心理评估与其本人实

际发生的不当行为分离开来，用于证明其不道德行为的合法性(Loyens, 2014; Ripoll, 2019)。

对公务员群体而言，上述道德合理化机制更加明显。这是因为，公务员主要从事维护公共

利益的事务，通常被认为是公共道德的维护者，有更高的道德标准。然而，人们对于何为

公众利益，如何捍卫公众利益，以及怎样平衡或取舍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的看法，实际上

是不尽相同的(Andersen et al., 2013)。在上述高道德期望与公共利益的模糊解读之间，公共

服务动机越高的个体，对其自身行为道德合理化的判断也越高；某些不当、违规、甚至不

合法的行为，也可能在服务于更高社会利益的美好但主观的愿望下被自身所接受。因此，

我们提出，公共服务动机在自身道德合理化的促进作用下，有时反而会产生更多的非道德

行为。  

综上所述，本项目设计的研究框架有助于发展一种扎根于中国实际的公共服务动机概

念与理论，揭示公共服务动机激发和绩效转换的具体机制，为公共管理者有效激发公职人

员的服务热情，避免不利心理态度及行为提供理论基础。在研究方法上，本项目采用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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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定量方法相结合的混合研究设计，克服单一研究方法导致的偏差性问题，实现方法论上

的优势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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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 in the Chinese context: Theory 

construction and workplace consequences 

WEN Bo, TAO Lei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Shenzhen Research Institute, Shenzhen 518000; Department of Public Policy,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SAR 999077) 

Abstract: Crystalizing the consensual notions of 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 (PSM) in the Chinese 

context serves as a requisite condition for China to forge a committed public workforce and improve 

its public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strategies. Existing research on PSM, albeit copious, 

overlooks its massive conceptual divergence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ontexts. Moreover, 

current PSM studies have paid scant attention to the micro-intervention mechanisms of PSM and its 

negative behavioral impacts. This research hence aims to develop an integrated PSM theory in the 

Chinese context through investigating its core components, activation mechanism and workplace 

consequences. Specifically, this study conceptualizes PSM as a mixed-motives construct. By virtue 

of a grounded theory approach, we will then identify the core components of PSM among front-line 

employees and subsequently develop a measurement scale fitting the Chinese context. Through the 

lens of micro-interventions, additionally, this study will examine the effects of beneficiary contacts, 

self-advocacy, and idea reflections on activating public servants’ PSM. Finally, this study will 

investigate the mechanisms underlying both desirable and undesirable effects of PSM on public 

employees. In a nutshell, the furtherance and completion of this study will not only echo an enduring 

scholarly call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localized PSM theories cast against the Chinese background, 

but also generate ample evidence-based policy implications about the approaches through which the 

work motivation and job performance of Chinese public employees can be viably augmented.  

Keywords: 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 Chinese Context, Conceptualization, Measurement Scale, 

Workplace Consequ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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